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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用工在扩大就业容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劳动关系认定模糊、职业伤害保障衔接不

足、算法管理约束增强、组织化程度偏低和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等问题。既有研究多从劳动法、社会保

障或平台治理角度展开，对工会、社区和社会工作等中介性支持力量如何进入劳动者日常劳动场景，并

将个体诉求转化为制度议题的讨论仍显不足。文章基于劳动关系治理、生态系统理论和赋权理论，借鉴

经济社会学关于“嵌入”的理论传统，结合国家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政策实践，提出以政府制

度供给为牵引、工会组织覆盖与权益协商为枢纽、平台责任落实为基础、社区公共空间和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为支撑的嵌入式支持机制。研究认为，应通过组织嵌入、服务嵌入、空间嵌入和制度嵌入，形成劳

动权益维护、社会保障衔接、心理与发展支持、平台规则协商相互联动的治理格局。嵌入式支持机制的

重点不是以关爱服务替代法定权益保障，而是在明确平台责任和工会维权功能的基础上，提高劳动者知

情、表达、协商和救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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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platform-based employment expands employment capacity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re-
source allocation, it also gives rise to problems such as ambiguous labor-relationship identification, 
insufficient occupational-injury protection, intensified algorithmic management, weak organization, 
and limited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labor law, social security, and 
platform governance, whil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ow trade unions, communities, 
and social work services can be embedded in workers’ daily labor scenarios and transform individual 
claims into institutional issues. Drawing on labor-relations governanc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empowerment theory, and the tradition of “embeddedness” in economic sociology, this paper pro-
poses an embedded support mechanism led by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al supply, coordinated by 
trade-union organization and rights negotiation, based on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and supported 
by community space and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servic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rough organi-
zational, service, spatial,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rights protection, social-security connection, 
psychological and developmental support, and platform-rule consult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The mechanism does not replace statutory rights protection with caring services; rather, on the ba-
sis of clarifying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ights-defending function of trade unions, it aims to 
strengthen workers’ capacities for information, expression, negotiation and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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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持续重塑劳动组织方式。以外卖配送、网约车、即时零售、网络货运、直播服务和众包劳

动为代表的平台用工，突破了传统企业内部雇佣和固定场所劳动的组织边界，形成了以平台规则、数字

技术、订单分配和用户评价为核心的新型劳动过程。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
1显示，我国共享经济仍保持较大市场规模，并在生活服务、交通出行、知识技能等领域持续影响就业方

式。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职工总数约 4.02 亿人，其中包

括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 8400 万人，成为职工队伍

的重要组成部分 2。这说明，如何有效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劳动关系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相较于传统标准劳动关系，平台用工呈现出主体多元、关系弹性、场景分散、劳动过程数字化等特

征。劳动者既可能以全职方式依托平台获取主要收入，也可能以兼职方式利用碎片时间提供服务；平台

企业既通过技术系统配置订单、定价和评价，又常以合作、承揽、众包、代理等形式弱化传统雇主责任；

消费者、加盟商、劳务服务公司、站点管理方等主体也不同程度介入劳动过程。这种结构使得劳动者在

获得就业机会和一定自主性的同时，也面临劳动权益保障边界不清、职业风险承担能力不足、收入稳定

 
1https://www.sic.gov.cn/sic/93/552/557/0223/11819_pc.html 
2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7/content_57484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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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欠缺、组织依附关系弱化等问题。 
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政策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等八部门于 2021 年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3(后文简称《指导意见》)，
从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民主协商和纠纷处理等方面提出制度要求。中华全国总工会

也于 2021 年印发《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4(后文简称《意见》)，并于 2023
年部署《深入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5(后文简称《三年行动

计划》)，推动工会组织覆盖和权益维护工作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延伸。地方政府、工会组织、街道社区

和社会组织也探索建设“司机之家”、“骑手驿站”、“暖新驿站”等服务阵地，为劳动者提供休息补

给、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困难帮扶和技能培训。 
但从运行效果观察，现有保障体系仍存在若干不足：一是制度供给与劳动形态之间仍有张力，劳动

者在劳动关系认定、职业伤害保障、社会保险接续等方面仍面临不确定性；二是服务资源虽然有所增加，

但存在碎片化、项目化和短期化倾向，难以持续进入劳动者真实工作和生活场景；三是工会、平台、社

区、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机制尚不稳定，劳动者诉求从个体问题转化为制度议题的渠道仍需畅通；四是

对算法规则、平台考核和数字劳动过程的治理仍处于探索阶段，专业服务力量介入平台治理的方式有待

明确。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主要展开三个层面的讨论：第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困境主要表现在

哪些方面，其生成逻辑是什么？第二，在劳动关系治理框架下，工会、社区和社会工作等支持力量为何

以及如何嵌入权益保障体系？第三，如何构建政府、工会、平台、社区和社会组织多方协同的嵌入式支

持机制，以提升权益保障的可及性、组织性和制度化水平？ 

2. 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2.1. 平台用工与劳动关系治理研究 

围绕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性质，学界形成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一类研究强调平台经济对传统雇佣关

系的冲击，认为平台企业通过合同外包、众包协议、加盟站点和技术系统管理等方式，改变了劳动者与

用工组织之间的责任结构。平台虽然不一定以传统雇主身份出现，却通过算法派单、等级评价、绩效考

核和奖惩规则深度介入劳动过程。陈龙关于外卖骑手劳动控制的研究指出，数字技术使劳动秩序被嵌入

算法、评分和实时监控之中，劳动者的自主性与平台控制并存[1]。孙萍关于外卖骑手“过渡劳动”的研

究也揭示了平台劳动的临时性、流动性与结构性约束[2]。 
另一类研究从劳动法保护出发，主张在标准劳动关系与民事合作关系之间构建更具弹性的制度类型。

王天玉提出，可通过“类雇员”解释路径回应平台用工中的经济从属性和保护需求[3]；其关于平台灵活

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研究进一步说明，职业风险保障不应完全依附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4]。班小辉

表示平台用工算法透明应通过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标准、强化规则公示操作和设置差异化决策解释义务，

来应对算法黑箱对从业者权益的挑战[5]。国外研究也表明，平台并非单纯的技术中介，而是在劳动过程

组织、风险分配和市场规则建构中发挥实质性作用[6]-[8]。 
上述研究为理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其一，既有

研究较多停留在制度和法律规范层面，对制度如何进入劳动者日常工作与生活场景关注不足；其二，对

工会、社区、社会工作机构等中介性支持力量的讨论仍相对有限，尚难充分解释基层服务实践转化为稳

 
3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3/content_5626761.htm 
4https://sz.hebzgfw.cn/szwx/ldbh/202504/t20250428_1194508.html 
5http://dzb.51grb.com/xpaper/news/335/1250/854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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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权益保障机制的过程。 

2.2. 社会保障、工会组织与公共服务研究 

社会保障研究主要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职业伤害保障方面的覆盖不

足。由于劳动者流动性强、收入不稳定、劳动关系认定复杂，传统以单位参保为中心的社会保险机制难

以完全适配平台用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虽不断完善，但实际参保仍受缴费能力、政策知晓度、跨

地区流动和待遇衔接等因素影响。 
公共服务研究则注意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仅需要社会保险，还需要休息补给、法律援助、心理

支持、子女照护、住房支持、职业培训和城市融入等多维服务。地方实践中出现的骑手驿站、暖心服务

点和工会服务阵地，反映出保障方式正在从单一制度安排扩展为多层次服务供给。但这些服务在现实中

常面临覆盖半径有限、服务内容同质化、资源依赖项目资金、劳动者参与度不稳定等问题。 
从劳动关系治理角度看，工会是连接个体劳动者与制度保护的重要组织载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

作地点分散、身份差异较大，传统单位制组织方式难以直接适用，因此更需要区域性、行业性、平台型、

站点型等多样化组织形式。工会服务阵地如果仅停留在休息补给和困难帮扶层面，难以充分回应劳动报

酬、工作时间、职业安全、算法申诉和平台规则协商等核心权益问题。由此，工会服务需要从“建起来”

进一步走向“用得上、能协商、可反馈”。 

2.3. 社会工作介入与专业支持研究 

社会工作介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多集中于个案帮扶、心理疏导、资源链接、社区融入和小组

支持等领域。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中”，重视个体处境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识别劳动者问

题背后的家庭、社区、平台和政策因素。相较于一般行政服务，社会工作具有需求评估、关系建立、危机

干预、资源整合和倡导行动等专业优势。生态系统理论[9]和赋权理论[10]为理解社会工作介入平台劳动

者权益保障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中赋权强调通过增强弱势群体的资源获取和行动能力来改变不利处境[11]。 
然而，社会工作介入不宜被理解为替代劳动权益维护的慈善服务。部分研究和实践容易将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视为一般困难群体，过于强调心理压力和生活困难，而对劳动过程、平台规则、工会组织和劳

动权益议题关注不够。对于劳动关系研究而言，社会工作介入的意义不在于弱化平台责任或淡化劳动法

保护，而在于协助劳动者理解规则、整合诉求、链接资源，并通过工会、社区议事和部门联席机制推动

个体问题转化为制度议题。 

2.4. 分析框架：从“嵌入”理论到嵌入式支持 

本文“嵌入式支持”的提法，直接借鉴了经济社会学关于“嵌入”(Embeddedness)的理论传统。波兰

尼在《大转型》中提出，经济并非独立自足的领域，而是“嵌入”于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之中；市场脱

嵌于社会保护会带来破坏性后果，因而需要社会的“反向运动”加以约束[12]。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区分了

“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强调经济行动始终镶嵌于具体的社会网络与信任关系之中，而非发

生在原子化的市场里[13]。国内学者亦指出，波兰尼主张市场完全嵌入社会，格兰诺维特则认为市场在保

留自主逻辑的同时嵌入社会，两者代表了“实体嵌入”与“形式嵌入”的根本分歧[14]。 
本文对“嵌入”理论的运用与既有社会学讨论存在两点差异，也构成本文的理论贡献。第一，既有

“嵌入”研究多用于解释经济行动为何受社会关系约束，属于解释性概念；本文则将“嵌入”转化为一

种规范性和机制性概念，用以说明外部支持力量应当“嵌入”何处、如何“嵌入”，从而由“解释嵌入

状态”转向“建构嵌入机制”。第二，波兰尼意义上的“脱嵌”指向市场对社会的侵蚀，本文则指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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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用工中真正“脱嵌”的是劳动者个体：其被从传统单位组织、稳定社会保险和社区关系网络中剥离出

来，悬浮于算法系统之上。因此，嵌入式支持机制的实质是一种面向平台劳动者的“再嵌入”过程，即

通过组织、服务、空间和制度四重路径，把被算法和市场“脱嵌”的劳动者重新嵌回组织网络、保障体

系和城市生活之中。 
据此，本文将“嵌入式支持机制”界定为：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将政策制度、工会组

织、平台责任、社区空间和专业服务进行结构化连接，使支持力量能够持续进入劳动者工作过程、生活

场景和权益表达渠道，从而提升权益保障的可及性、组织性和制度化程度。具体而言，该机制包括四个

相互关联的层面：组织嵌入，即通过工会、行业协会、劳动者互助组织和平台内部沟通机制，提高劳动

者组织化程度和诉求表达能力；服务嵌入，即将法律咨询、社会保险咨询、职业安全教育、心理支持和

职业培训等服务纳入劳动者日常可接触渠道；空间嵌入，即依托社区、商圈、站点、园区、交通枢纽等劳

动者高频出现的城市空间建设服务阵地，降低服务获取成本；制度嵌入，即将一线服务中发现的普遍性

问题转化为平台规则优化、地方政策完善和行业协商议题，形成从个体问题到制度回应的反馈链条。 
与一般协同治理相比，嵌入式支持机制更强调支持力量进入劳动者真实劳动过程；与一般社会服务

相比，它更强调劳动权益维护和平台责任落实；与单纯劳动法救济相比，它更强调组织、服务和空间对

权利实现能力的支撑。因此，该机制的关键不是增加服务项目，而是建立“问题识别–组织动员–服务

供给–协商转化–制度反馈”的连续过程。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3.1. 劳动关系边界模糊与责任分配不清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劳动关系边界模糊带来的责任分配不清。在标准劳

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明确的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用人单位依法

承担工资支付、工作时间、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和解除保护等责任。平台用工则往往通过注册协议、服

务协议、承揽合同、合作协议等形式安排劳动过程，使平台企业、加盟商、代理商、外包公司和劳动者之

间形成多层次关系。王天玉指出，平台用工中劳动者往往具有经济从属性却缺乏组织从属性的完整形态，

难以直接套用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宜通过“类雇员”路径回应其保护需求[3]。 
这种安排在经济运行上具有一定合理性，能够降低平台组织成本并适应需求波动，但也容易导致劳

动者在发生报酬争议、交通事故、封号处罚或职业伤害时难以明确责任主体。一些劳动者虽然接受平台

规则约束并以平台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却在法律形式上被视为独立经营者或合作方。劳动关系认定的

不确定性，使劳动者在维权时面临证据收集困难、程序成本较高和结果预期不稳等问题。 
进一步看，平台用工并非简单地消解劳动关系，而是重组了劳动控制方式。陈龙对外卖骑手的研究

表明，平台不必通过传统管理者发号施令，而是借助订单分配、路径规划、服务评分、等级晋升和惩戒

规则，将劳动秩序嵌入算法系统，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持续“数字控制”[1]。劳动者是否具有真正的自主

性，不能只看合同名称，更要看其收入来源、接单选择空间、规则调整参与程度和退出成本。由此，权益

保障需要在事实劳动过程和形式合同安排之间建立更精细的判断标准。 

3.2. 收入波动与劳动时间压力并存 

平台用工通常被描述为“多劳多得”的灵活就业形式，但劳动者收入并不完全由个人努力决定。订

单数量、平台补贴、区域供需、天气状况、节假日需求、消费者评价和平台算法调整，都会影响劳动者实

际收入。对于将平台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而言，收入波动可能直接转化为生活压力。为了维

持收入水平，劳动者往往通过延长在线时间、提高接单密度和压缩休息时间来应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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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压力往往较为隐蔽。平台通常不以固定工时要求劳动者，但计件报酬、等级考核和奖励机

制可能形成事实上的时间约束。孙萍的研究将这种状态概括为“过渡劳动”，指出平台劳动的临时性与

不确定性使劳动者持续处于“过渡”而难以稳定的处境[2]。劳动者看似自主决定是否上线，实际却受收

入目标和平台规则影响。当奖励门槛、准时率、好评率和接单率与收入挂钩时，劳动者为了避免收入下

降，可能持续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由此产生的过劳风险、交通安全风险和家庭生活冲突，成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3.3. 职业伤害风险与社会保障衔接不足 

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货运司机等群体具有明显的职业风险暴露。交通事故、恶劣

天气作业、夜间劳动、长时间驾驶、搬运损伤和突发疾病，均可能影响劳动者安全和健康。传统工伤保

险以劳动关系为参保基础，而许多平台劳动者难以被纳入标准工伤保险。王天玉对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

研究指出，职业风险保障不应完全依附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而应通过独立的制度设计覆盖平台灵活就

业人员[4]。尽管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为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了制度探索，但从长期看，保障范围、

缴费责任、待遇标准、经办便利和跨平台劳动者覆盖等问题仍需进一步完善。 
除职业伤害外，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也存在衔接困难。部分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

保，但缴费负担较重；部分劳动者跨地区流动频繁，对政策不熟悉，参保连续性不足；还有劳动者因收

入不稳定而倾向于延后参保或中断缴费。社会保障制度若不能适应平台劳动的高流动性和多平台就业特

征，劳动者便容易在当前收入和长期保障之间作出被动选择。 

3.4. 算法管理强化与程序性权利不足 

平台算法已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过程的重要组织力量。劳动者的订单获得、工作路径、服务时限、

收入变化、等级评价乃至账号稳定性，都可能受到算法规则影响。算法管理本身并非当然不合理，它可

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并优化服务质量。但是，当算法规则缺乏透明度、申诉渠道不充分、

评价结果难以纠偏时，劳动者程序性权利便容易受到影响。汪敏、杨浩楠指出，算法管理权的行使若缺

乏透明和参与机制，将使劳动者陷入“算法黑箱”下的被动地位，因而规则公开、程序救济和劳动者参

与应成为平台劳动治理的重要内容[5]。 
程序性权利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知情不足。劳动者往往只能看到最终派单、扣款、处

罚或评级结果，难以理解背后的规则逻辑。第二，参与不足。平台调整计价规则、考核标准和服务时限

时，劳动者缺乏有效参与和表达渠道。第三，救济不足。当劳动者遭遇差评、误判、封号或收入异常时，

申诉流程可能存在自动化处理倾向，人工复核和实质沟通不足。这些问题会削弱劳动者对平台规则的信

任，也会加剧劳动关系中的不平衡。 

3.5. 组织化程度偏低与诉求表达困难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工作地点分散、工作时间不固定、人员流动频繁和身份差异较大的特点，传

统单位制条件下的组织动员方式难以直接适用。许多劳动者与同业人员之间只有松散联系，缺乏稳定的

组织归属。即便劳动者有共同诉求，也可能因缺少组织载体而难以形成持续表达。个体化维权不仅成本

高，而且容易被平台规则和市场竞争压力分散。 
近年来，各级工会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和服务工作，建会入会覆盖面不断扩大。但从基

层实践看，组织覆盖与组织有效性之间仍有距离。有些劳动者加入工会后，对工会服务内容、权益维护

渠道和协商功能了解不足；有些服务阵地能够提供基础关爱，但在集体协商、劳动规则参与和平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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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方面作用发挥仍有限。提高组织化程度，关键不只是“建起来”，还要让劳动者“找得到、用得上、

信得过、能参与”。 

3.6. 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与城市融入压力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度依赖城市公共空间开展劳动，但并不必然能够进入相应的公共服务体系。外

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穿行于商圈、小区、道路和交通节点，但其休息、饮水、就餐、如厕、充电、应急医

疗等基本需求常常依赖个人解决。由于劳动时间长、节奏快、空间流动性强，他们参与社区活动、接受

职业培训、使用公共服务的机会相对有限。 
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还表现为家庭支持和发展支持不足。部分劳动者来自外地，面临住房、子女教

育、家庭照护和社会融入压力；一些劳动者长期从事高重复性平台劳动，可迁移技能积累有限，职业发

展路径不清晰。如果权益保障只关注劳动争议或社会保险，而忽视劳动者在城市生活中的综合需求，保

障效果就难以持续。 

4. 嵌入式支持机制的运行框架与政策路径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将原本分散在“运行框架”和“政策路径”两部分的内容，统一按照组织嵌入、

服务嵌入、空间嵌入和制度嵌入四条主线加以重构。在每一条主线下，分别阐述政府、工会、平台、社区

和社会工作机构等主体的角色、行动策略与政策路径，以突出逻辑主线、避免内容重复。 

4.1. 组织嵌入：提升劳动者组织化程度与协商能力 

组织嵌入针对的是组织化程度偏低与诉求表达困难问题，核心是通过工会枢纽、平台内部沟通和劳

动者互助组织，把分散的个体重新连接为可协商、可表达的集体。 
工会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主体，在组织嵌入中处于枢纽地位。组织覆盖方面，应根据平台

用工分散流动的特点，发展区域性、行业性、平台型和站点型入会方式，通过线上入会、扫码入会、流动

服务点入会等方式降低劳动者入会门槛。服务实效方面，工会应在法律援助、困难帮扶、职业安全、心

理关爱、技能提升和集体协商等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平台规则调整、报酬计算、劳动安全、申诉处

理等议题上，工会可以收集劳动者意见，推动与平台企业开展沟通协商，对劳动者反映集中、具有普遍

性的问题形成议题清单和协商建议。《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规模的目标，为

组织覆盖提供了政策依据。 
平台企业应在组织嵌入中承担与其控制能力相匹配的责任，通过劳动者代表座谈、工会协商、问卷

征询等方式，为劳动者提供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涉及大量劳动者利益的规则调整，应听取劳动者代表和

工会意见。此外，劳动者互助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也可在同伴支持、信息共享和诉求汇聚方面发

挥补充作用。 
在政策路径上，组织嵌入应重点推动平台规则协商机制的建立。建议在行业监管和工会参与下，

推动平台就报酬计算、奖励标准、派单规则、服务时限、封号条件和考核办法等重大调整，通过适当

方式听取劳动者代表和工会意见，并建立定期议题沟通会议，形成问题收集、协商处理、结果反馈的

闭环。 

4.2. 服务嵌入：将专业服务纳入劳动者日常场景 

服务嵌入针对的是收入波动、职业伤害、心理压力和发展支持不足等问题，核心是把法律、社保、

心理、培训等专业服务嵌入劳动者可接触的日常渠道，并明确各主体分工。 
社会工作机构在服务嵌入中承担专业支持功能。第一，开展需求评估，通过问卷、访谈、参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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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记录，识别劳动者在收入、劳动安全、心理压力、家庭关系、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的需求，并

区分普遍需求、紧急需求和深层需求。第二，提供个案和小组服务，对遭遇职业伤害、家庭困难、心理危

机或劳动争议的劳动者开展个案管理，链接法律援助、医疗救助、工会帮扶和社会救助资源；对压力管

理、同伴互助、职业规划和亲子沟通等议题开展小组工作。第三，推动资源整合，将政府部门、工会、平

台、医疗机构、法律机构、职业院校和公益组织连接起来，形成综合服务包。第四，开展倡导行动，将个

案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汇总分析，以证据为基础，通过工会、社区议事会、部门联席会议和平台沟通机制

推动制度和规则改善。 
工会与社会工作机构应形成互补而清晰的分工：工会承担权益维护、组织协商和劳动法律监督的主

责，社会工作机构承担需求评估、心理支持、资源链接和社区融入支持，不能以服务项目替代工会维权

职能。平台掌握劳动者工作场景和风险数据，可与工会、社区和社会工作机构合作开展职业安全培训、

心理健康服务和困难帮扶，但平台参与服务不能以削弱劳动者权利为代价，也不能将公益服务替代法定

责任。 
服务嵌入还需借助数字化工具提升触达效率。可以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小程序、热线平台和线

上课程，提供政策咨询、风险提示、心理自评、法律知识和活动预约等服务。但数字化服务必须遵守伦

理要求：劳动者个人信息、健康数据、服务记录和平台劳动数据，均应在知情同意基础上使用，避免过

度采集和不当共享；社会工作机构与平台合作时应保持专业独立，防止服务数据被用于劳动管理或商业

评价。 
在政策路径上，服务嵌入应重点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和跨界协同能力。建议在社会工作者、工会干

部、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培训中增加平台经济与劳动权益保护内容，培养复合型服务队伍；同时建立清

晰的转介机制：一般咨询由服务站点或线上平台即时回应，劳动争议转介工会和法律援助机构，心理危

机转介专业心理服务和医疗机构，困难家庭链接社会救助和公益资源，普遍性平台规则问题汇总后提交

工会或部门联席会议。 

4.3. 空间嵌入：建设劳动者友好型公共空间 

空间嵌入针对的是公共服务可及性不足与城市融入压力，核心是依托劳动者高频出现的城市空间建

设服务阵地，降低服务获取成本。 
社区和城市公共空间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日常工作的关键场域。许多劳动者不在固定单位上班，却

频繁进入商圈、小区、驿站、交通节点和配送站点。空间嵌入要求基层治理关注这些“流动劳动者”的

公共服务需求，将其纳入社区治理和服务范围。实践中，可在劳动者高频活动区域建设服务驿站，提供

饮水、热饭、充电、休息、如厕、应急药品和政策宣传等基础服务；服务驿站不应只是物理空间，还应成

为工会联系、社会工作服务和政策宣传的入口。社区可定期开展法律咨询、健康义诊、心理减压、亲子

活动和安全教育，使劳动者逐渐形成对服务阵地的信任。 
政府在空间嵌入中承担基础性职责，应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纳入基层公共服务和就业服务体系，

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委托、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工会、社区和社会工作机构建设服务阵地。社区还应

协调劳动者与居民、物业和商户之间的关系，通过协商规则、优化通行路线、设置临时停靠点和开展文

明沟通，减少劳动者工作效率与居民生活秩序之间的矛盾。 
在政策路径上，空间嵌入应重点推动工会服务阵地与社区服务阵地融合。建议推动工会服务阵地与

社区服务中心、街道社工站、商圈服务点、交通驿站等空间融合，形成一站多能的服务网络；服务功能

应从“基础补给”扩展到“权益服务”，服务时间尽量适应劳动者工作节奏，采取错峰开放、预约服务

和线上咨询相结合方式，并可建立流动服务队主动进入站点和商圈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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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制度嵌入：从个体问题到制度回应 

制度嵌入针对的是劳动关系边界模糊、责任分配不清和程序性权利不足，核心是将一线发现的普遍

性问题转化为制度供给、平台规则和监测反馈，形成从个体问题到制度回应的闭环。 
政府在制度嵌入中承担牵引职责。首先，应继续完善适应平台用工特点的劳动权益保护制度：对符

合劳动关系特征的用工依法确认劳动关系，对不完全符合标准劳动关系但具有明显从属性的用工探索分

类保护路径，在劳动报酬、休息权、职业安全、申诉救济等方面建立最低保障规则。《指导意见》已从劳

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民主协商和纠纷处理等方面提出制度要求，为分类保护提供了政

策框架。其次，应推进职业伤害保障和社会保险衔接机制，在覆盖范围、缴费责任、经办流程和待遇衔

接方面提高制度稳定性，并降低灵活就业参保的政策理解门槛、优化线上办理流程。 
制度嵌入要求建立分类分层的权益保障制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内部差异显著，权益保障不能采取

简单的一刀切方式。对于事实从属性较强、长期稳定为平台提供劳动并接受平台实质管理的劳动者，应

依法加强劳动关系认定和劳动基准保护；对于劳动关系认定存在困难但职业风险显著、经济依赖较强的

劳动者，应通过职业伤害保障、最低权益保障和平台责任清单给予保护；对于真正具有独立经营属性的

灵活劳动者，也应在社会保险、职业培训和公共服务方面提供便利化支持。分类分层并非降低保护标准，

而是根据劳动形态差异寻找可实施的保护路径，其关键在于建立事实劳动过程判断机制，综合考察劳动

者收入依赖、平台控制程度、工作持续性、规则约束强度和替代可能性，避免平台通过合同形式规避责

任。 
平台规则应纳入制度嵌入的重要内容。平台应完善程序性权利保障：劳动者对差评、扣款、封号、

事故责任认定等结果有异议时，应有便捷、有效的申诉渠道，并在必要时提供人工复核和解释；对自动

化处罚或系统误判应提供人工复核渠道。监管部门可要求平台定期披露申诉数量、处理结果和规则调整

情况，增强程序透明度。 
制度嵌入还需构建监测评估与政策反馈机制，并防范伦理风险。评估不应只看服务次数、活动场次

和站点数量，还应关注劳动者实际获得感、权益问题解决率、参保率变化、组织参与度、平台规则改善

情况和协商机制运行效果；服务机构和工会组织应将一线服务数据转化为政策分析，使服务机制从“解

决个案”上升到“改善制度”。同时，协作越密切越需要明确边界：社会工作机构与平台合作时应防止

专业服务被企业形象宣传替代，工会与平台协商时应坚持劳动者权益立场，伦理治理的重点包括知情同

意、隐私保护、专业独立和利益冲突防范。 

5. 结论与讨论 

平台经济推动了就业形态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获得灵活就业机会的同时，

也面临劳动关系边界模糊、职业伤害保障不足、收入波动、算法管理约束、组织化程度偏低和公共服务

可及性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个体能力不足或单一制度缺口所能解释，而是平台劳动过程、市场结

构、制度安排和基层服务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提出的嵌入式支持机制，旨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一种综合性治理思路。该机制

以政府制度供给为牵引，以工会组织覆盖和权益维护为枢纽，以平台责任落实为基础，以社区公共空间

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支撑，通过组织嵌入、服务嵌入、空间嵌入和制度嵌入四条主线，推动权益保障

从事后救助转向过程支持，从个体问题处理转向关系治理，从单项服务供给转向劳动者能力增进，从部

门分割转向协同供给。从“嵌入”理论视角看，该机制的实质是将被算法和市场“脱嵌”的劳动者重新

“再嵌入”组织网络、保障体系和城市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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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关系治理角度看，嵌入式支持机制的价值在于补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力量不对称

所造成的支持缺口。工会能够提升劳动者组织化程度，社会工作能够增强服务可及性和专业性，社区能

够提供空间承载和关系协调，政府能够提供制度规则和资源保障，平台则必须承担与其管理能力相匹配

的责任。多主体协同并不意味着责任平均分担，而是要求各主体在明确权责基础上形成联动。 
从实践推进看，未来应重点处理三组关系。第一，处理好劳动关系认定与分类保护的关系。第二，

处理好服务关爱与权益维护的关系：驿站建设、心理关爱和困难帮扶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替代劳动

报酬、休息权、职业安全和申诉救济等基本权益。第三，处理好平台合作与专业独立的关系：平台参与

服务共建有助于资源整合，但工会、社会工作机构和社区必须坚持劳动者权益立场，防止支持机制被

工具化。 
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由于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对不同平台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

劳动者群体的差异讨论尚不充分；对嵌入式支持机制运行效果的评价指标，也有待通过实地调查进一步

检验。未来研究可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典型案例比较，考察工会服务阵地、社区驿站和社会工作

项目在提升劳动者权益保障中的实际效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提供更具证据基础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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